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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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技术进步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4年中国14个工业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的作用非常显著，但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已经远远超过资本要素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应该努力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大力培养战略性要素，实现技术进步途径向主动式转变，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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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brand-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mode, has evoked a circ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hina’s enterprises integrate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actively, which greatly promotes their technology advancement.Based on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ff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this thesis conducts a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ffects of China’s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according to the panel data of 14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1998 to 2014.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greatly promotes i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The promoting effec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s much greater to that of capital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for China’s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division and cultivate their strategic facto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o activ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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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产品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环节予以标准化，并进行相应的分隔，然后将其布局到全球，实现了更加灵活、有效的全球资源配置。与以往的国际分工相比，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模式对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具体途径通常有两种：一种途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习而获得，属于典型的被动式技术进步，如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另一种技术进步途径则是主动式的，即通常所说的通过研发活动而获得。为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国企业也积极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企业主要是凭借所拥有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劳动要素密集型环节，经由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等而获得被动式的技术进步。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企业多为发达国家的企业，他们控制着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很多中国的企业仅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且低层次的生产工序或环节，始终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限制了其对技术、人力资本和管理技能等战略性要素的培育和积累，影响了其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途径由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为此，本文将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旨在为中国企业取得更加显著的技术进步效应寻找新的出路。
2、 文献综述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表现为现有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或新技术工艺的出现，如企业将其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换代或运用最新的生产加工工艺；第二种形式表现为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和发展，主要是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水平的提高；第三种是企业能够生产和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与服务，使消费者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这几种类型的技术进步的结果均可以提高生产率水平，即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的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是指微观主体企业通过参与分工获得技术进步进而使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提高。很多国内外的学者都对此作出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Amiti和Wei（2004）用1992-2001年期间美国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研究服务外包模式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指出该种模式的分工能够很好地促进技术进步[1]。Criscuolo和Leaver（2005）以2000-2003年期间英国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服务外包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研究，指出外包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种模式能够较好地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Lui和Tung（2004）用2000-2001年台湾的相关数据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采取一体化方式的国际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为负，在中国大陆表现的更加突出，但是对美国来说结果刚好相反；采取外包方式的分工则有明显的技术进步效应[3]。Egger（2006）运用1992-1997年欧盟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低技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指出低技能工人学习和模仿新技术能力较差，外包模式在短期内不能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则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Gorg、Hanley和Strobl（2008）对爱尔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研究，并使用其1990-1998年期间所有制造业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服务外包对生产率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物质外包则有明显的正生产率效应[5]。Tschang和Goldstein（2010）及Lvarsson和Alvstam（2010a）通过研究指出技术、人力资本等战略性要素的匮乏使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不具备良好的技术学习、消化和吸收能力，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致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能取得较明显的技术进步效应，很难改变其在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6][7]。Navas-Aleman（2011）通过研究则指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策略也影响着其技术进步的程度，一个企业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多个环节，并且要重点努力参与战略性要素密集的价值链环节，这将有助于企业培育和积累自身战略性要素，使企业可以在多个环节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并获得较为显著的技术进步[8]。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融入其中的企业的技术进步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学者近些年也作了初步的研究。胡昭玲（2007）对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分析，指出行业的资本要素密集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这两个因素会对融入分工中的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重要的影响，行业的资本要素密集度和对外开放度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就越显著[9]。徐婧和吴彬（2015）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可以通过要素的有效配置、规模经济效应、模仿创新和技术扩散等途径来实现技术进步。经过30多年的代工生产，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明显[10]。王玉燕、林汉川和吕臣（2014）在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999-2012年间23个工业制造行业的截面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法和索罗残差分析法测算了中国工业制造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其全要素生产率状况，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促进技术进步[11]。郭炳南和魏润卿（2011）戴魁早（2012）、白嘉和张会新（2013）等国内学者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有效推动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12][13][14]。
可见，现有文献研究大多肯定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同时，部分国外文献已经注意到了企业参与分工的策略、分工所在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以及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都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影响，但是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技术进步的途径及内在机制的探讨，对此方面的研究涉足较少。本文的研究将基于企业微观数据来进行分析，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三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原理说明
1、原理说明

1962年，经济学家丁伯根另辟蹊径，率先将万有引力定力定律原理运用到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中，构建了贸易引力模型，从而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贸易引力模型指出，贸易主体各自的经济规模是其相互间贸易流量的引力，而其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则成为彼此间贸易流量的排斥力。具体表达式如下：


[image: image1.wmf]3

2

1

a

a

a

ij

j

i

ij

D

Y

Y

g

T

´

=

                          （1）
该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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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i、j两贸易主体的双边贸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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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i、j两贸易主体的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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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个贸易主体间的空间距离，g和α分别为引力系数和变量系数。贸易引力模型原理简单，所用相关宏观统计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得，所以该模型一经出现，便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大量运用，成为研究双边贸易流量大小、方向和程度等问题的重要工具。Frankel和David（1999）、Markusen ，Feenstra和Rose（2001）、Anderson和Wincoop（2003）、Eichengreen和Tong（2006）、Athukorala（2006）和Zeddies（2007）等学者通过不断引入贸易协定、制度、外交关系、风俗习惯、共同语言、边界效应等新的解释变量，使贸易引力模型得到了拓展。同样，很多国内学者在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时也开始广泛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如盛斌和廖明中（2004） 、彭国华（2007）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别分析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潜在出口能力和贸易对中国各省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2）模型构建
目前，贸易引力模型不但频繁被用于国际贸易研究领域，而且也被广泛用于国际直接投资等相关的其他经济研究领域，主要用来对某一问题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会影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同时引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作为影响因素，并仿照贸易引力模型的原理建立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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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回归分析，对（2）式两边进行取对数处理，得到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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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式的基础上，考虑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同时对右边的常数项进行简化处理，即令lnβ=β0，得出本文即将使用的计量回归模型，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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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式中，β0、β1、β2和β3分别为常数项和各自变量对应的系数，t代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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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以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衡量的i行业技术进步效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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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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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代表i行业资本要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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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为i行业的劳动要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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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随机扰动项。
（二）行业选择和数据来源
1、行业选择

由于相关行业海关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依据中国工业制造行业的分类表对部分行业进行剔除和合并，最后选取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与皮革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医药、橡胶及塑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14个工业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2、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Pro
劳动生产率水平Pro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用来度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情况，14个行业各年度的具体数值主要依据中国海关公布的1998-2014年的出口类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首先按照行业分类加总求和，再除以对应的各行业就业总人数计算出的人均工业增加值而得。
（2）解释变量
VSS表示参与分工的程度，14个工业制造行业的具体数值主要是依据ummels（2005）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测度方法，并使用中国海关公布的1998-2014年期间的出口类工业制造企业按照行业分类计算而得的每个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联合国贸易统计司公布的1998-2014年中国年度出口贸易数据和中国1997、2002、2007和2012年四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而来。
Cap为资本要素，用来表示各行业投入的资本要素，14个工业制造行业的具体数值均使用固定资产净值来度量，为中国海关统计的1998-2014年期间出口类工业制造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按照行业分类加总计算而得的各行业数值。
Lab代表劳动要素，主要指各行业的投入的劳动要素，14个工业制造行业的劳动要素均以就业人数来测算，等于中国海关公布的1998-2014年出口类工业制造企业的在岗人数据按照行业分类加总求得的各行业就业总人数。
（三） 估计结果及效应检验
1、检验方法说明

依据中国14个工业制造行业本身数据来构建以上模型，并据此来检验相应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状况时，属于运用样本自身的效应进行研究，因此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考虑到各行业的差异性和为了克服误差序列相关的问题，具体回归检验分析决定采用广义加权最小二乘法的变截距模型。由于是变截距模型，故将（4）式中的常数项变为各行业的截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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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调整为：

[image: image15.wmf]it

it

it

it

it

it

Lab

Cap

VSS

C

o

e

b

b

b

+

+

+

+

=

ln

ln

ln

Pr

ln

3

2

1

             （5）

2、实证检验的初步分析

使用（5）式所代表的检验回归模型，将中国14个工业制造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参与分工的程度、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四个变量的具体数据导入以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到的检验结果显示参与分工的程度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不够。考虑到参与分工的程度变量对技术进步的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为此舍去参与分工的程度当期变量，引入参与分工的程度滞后期变量。经检验，仅参与分工的程度滞后2期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

3、调整后的实证检验分析

依据初步检验分析结果，去掉（5）式中的当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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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本文最终使用的计量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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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t检验
	相伴概率

	C
	8.095624
	4.875944
	1.660319
	0.0994

	(lnVSS)(-2)
	0.845982
	0.330971
	2.556058
	0.0118

	lnCap
	0.505117
	0.249427
	2.025111
	0.0450

	lnLab
	-0.536542
	0.233322
	-2.299576
	0.0232

	行业特征值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
	1.08146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57553

	纺织业
	-0.526946
	黑色及有色金属加工业
	0.164655

	服装与皮革制造业
	-0.220522
	金属制品业
	-0.138642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204752
	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0.186446

	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
	-0.31388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31812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0.177715
	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010177

	化学、医药、橡胶及塑料制造业
	-0.072112
	其他制造业
	-0.031288

	R2 =0.753392，Adjusted R2=0.895296，D.W.= 2.085497


注：截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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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1中的常数C与对应行业特征值之和。
对以上模型分别进行效应检验：利用似然比（LR）检验方法对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合适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相伴概率P值为0.0917，说明在设定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是合适的；采用LLC和IPS检验方法来检验lnPro、lnVss、lnCap和lnLab四个变量的平稳性，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检验结果的相伴概率P值均小于5%，所以这四个变量对应的数值也是平稳的；在设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变量lnPro、(lnVSS)(-2)、lnCap和lnLab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验证，同质性备择检验的四个指标中仅Panel v的相伴概率P值为0.0626，大于设定的5%的显著性水平，无法通过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无法被拒绝，而其余三个指标Panel rho、Panel PP和Panel ADF的相伴概率均低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5%，异质性备择检验中的所有指标Group rho、Group PP和Group ADF的相伴概率也都小于5%，说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存在的。
表2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检验
	统计值  
	自由度 
	相伴概率 

	Cross-section F
	1.769051
	(13,123)
	0.0917


表3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方法
	统计值
	相伴概率
	检验方法
	统计值
	相伴概率

	lnPro
	LLC
	-6.01215
	0.0000
	IPS
	-3.54485
	0.0002

	lnVss
	LLC
	-4.45293
	 0.0000
	IPS
	-2.08290
	 0.0186

	lnCap
	LLC
	-5.25888
	0.0000
	IPS
	-1.83575
	0.0332

	lnLab
	LLC
	-5.21632
	0.0000
	IPS
	-1.80352
	0.0357


表4  变量间协整关系的Pedroni检验结果

	同质性备择检验

	
	
	
	权重
	

	
	统计值
	相伴概率
	统计值
	相伴概率

	Panel v统计量
	-1.924448
	 0.0626
	-4.062219
	 0.0001

	Panel rho统计量
	 2.891256
	 0.0061
	 2.882711
	 0.0063

	Panel PP统计量
	-6.184802
	 0.0000
	-9.133317
	 0.0000

	Panel ADF统计量
	-4.573757
	 0.0000
	-5.781412
	 0.0000

	异质性备择检验

	
	统计值
	相伴概率
	
	

	Group rho统计量
	 4.242435
	 0.0000
	
	

	Group PP统计量
	-13.05602
	 0.0000
	
	

	Group ADF统计量
	-5.846208
	 0.0000
	
	


（四） 检验结果的分析和说明

依据上述模型实证检验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结果来看，可知：
第一，参与分工的程度、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都是中国工业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参与分工的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845982，说明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中国工业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的提高技术进步效应就会越明显，但是在回归方程中使用的是滞后2期的参与分工的程度变量(lnVSS)(-2)，说明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资本要素变量lnCap的系数为0.505117，说明其对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的技术进步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是由于资本投入增加在资金上支持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但是劳动要素变量lnLab对应的回归系数却为-0.536542，说明其与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要素在投入上存在替代关系，劳动力投入过多增加会阻碍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的技术进步。

第二，由于行业特征存在差异 ，中国不同工业制造行业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的显著程度有所不同。回归结果中行业特征值为负值的行业，其参与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相应弱些；而哪些行业特征值为正值的行业，其参与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显著些。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仅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五个行业的行业特征值为正，对应数值分别为1.081469、0.177715、0.164655、0.318124和0.010177，说明这几个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会被进一步强化。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其他九个行业来说，这五个行业属于中国发展较早、投入较多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的行业。而中国的传统优势行业纺织业、服装与皮革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虽然发展起步较早，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要素投入较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其技术进步造成了不利影响，弱化了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
第三，参与分工的程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体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结果中参与分工的程度变量（lnVSS）（-2）的系数值可知，参与分工的程度变量的系数值为0.845982，远高于资本要素变量lnCap的系数值0.505117，说明参与分工的程度对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了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这很好地证明中国企业多年来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提高参与分工的程度，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获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原理构建了一个分析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的模型，并利用1998-2014年14个中国工业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具体结论为：（1）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技术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2）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对于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五个行业来说，分工引发的技术进步效应明显强于其他九个行业。（3）与劳动要素相比，参与分工的程度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是两者的推动力度有所不同，参与分工的程度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远大于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促进的作用。
为此，中国企业应该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快速提高技术水平，改变技术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不利局面，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和地位，实现更大的分工利益。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高参与分工的程度。实证检验结果已经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虽然呈上升的趋势，但是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中国企业应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努力提高其参与分工的程度，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和价值链的攀升，不断提高分工的地位和层次，获取更高的分工利益。
第二，改变参与分工的策略，努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环节。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策略对其技术进步也存在较大影响。很多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往往只是从事整个价值链上低端的某个单一环节，在具体生产中或许仅需要重复几个简单的操作工序，基本都属于劳动要素密集的环节，严重限制了其技术进步。中国企业应该改变参与分工的策略，争取同时参与整个价值链上某几个连续的环节，尤其是要重点努力参与技术要素相对密集的中高端价值链环节，使企业可以同时学习多个环节上的技术知识及各环节相互之间的技术联系，加快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第三，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加大战略性要素的培育和积累。检验结果已经证明，劳动要素不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多劳动要素投入会替代资本要素，无法为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很好的资金支持；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传统企业雇佣的都是低技能的劳动者，其受教育程度低，技术学习、模仿和消化能力较差，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新的生产工艺的采用。但是，多年来，大量的中国传统企业正是凭借拥有的大量低技能、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才能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很难实现技术进步和向中高端价值链攀升。为此，中国企业应加强自身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引进高层次人才，不断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淘汰低技能员工，加大核心技术、人力资本和管理技能等战略性要素的培育和积累，更多地参与中高端的价值链环节，以更好地学习、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促进其技术进步。
第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进步途径的转变。如上所述，技术进步的途径有两种，即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型的被动式技术进步途径与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的主动式技术进步途径。当前，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技术进步的途径多为被动式途径，即通过引进、学习和模仿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技术实现技术进步。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企业很难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技术差距，反而对其形成技术依赖和追随。为此，中国企业应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的良好机遇，学习和借鉴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成功范例，注重自身战略性要素的培育和积累，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为其技术进步提供支持，实现技术进步途径由被动式向主动式的转变，扭转对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和追随的不利局面，取得核心技术上的赶超，成为部分细分领域价值链分工的主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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